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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理论的

有机结合
———探索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道

□ 李海洋　张　燕①

摘　要：本文基于作者自身的研究经历，讨论如何把普适化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的

情境及管理实践相结合来达到管理研究的理论创新。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管理研

究要基于但是不能局限于中国情境或实践，而是应该把中国情境或实践放到更加普适

化的理论背景中去讨论；这个过程需要在普适化理论和中国情境之间进行反复的相互

验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的理论进行有机融

合。这种融合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情境和管理实践的认识，还可以达到理论创新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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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过去２０多年来，中国管理学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内高校中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 （包括博士生）

越来越多，大家开始重视学术研究，努力发表学术论文，积极参加各种与学术研究相

关的学术会议、研讨会、培训班。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中国管理研究的社群建设也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比如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 （ＩＡＣＭＲ）的双年会和研究方法工作坊

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第二，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比

如管理学会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年会、战略管理学会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

ｃｉｅｔｙ）年会等的规模和比例也大幅度增长 （张静等，２０１６）。中国学者不再仅仅是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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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海外学者交流，更是现身于国际学术舞台，

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术研究对话。第三，中国管

理学研究所涉及的管理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

质量也日趋提高。一些由国内学者参与甚至主

导的学术论文已经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比如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以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等）发表。针对中国管理的研究，来自中国

的管理研究俨然已经成为国际管理学研究的一

股生力军。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类似，中国管理学

研究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引进、学习和模仿

（应用）西方管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过程。在引

进—学习—模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出现

一些问题，比如西方管理理论和中国管理实践

的脱节、一些已经发表的文章在理论创新上乏

善可陈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国管理学研

究开始反思，探讨未来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发

展道路。其中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观点是：

中国管理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实践，强调中国

管理研究的本土化。比如，陈春花 （２０１０）在

阐述 “当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研究”时提

出，中国管理研究要直接面对中国管理实践而

非国际一流学术标准、框定问题优先于界定方

法，以及倡导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郭重庆

（２０１１）指出中国管理研究必须融入中国情境，

加强实践导向。徐淑英在一个访谈中强调本土

化管理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 “中国管理学者

需要真正地进行探索性研究来发展中国管理的

新构念和理论，依赖于现有文献的模仿和构建

不会带来根本的创新”（徐淑英、吕力，２０１５）。

中国管理学研究需要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

合 （或者更广泛地来讲，管理学研究需要与管

理实践相结合）这个大方向虽然无可非议，但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以及中国管理学研究需

要多大程度上的 “本土化”却有待商榷。

第一，虽然中国管理学研究需要与中国管

理实践相结合，但是管理实践不同于管理理论

（反之亦然）。因此，即使中国学者具有接触中

国管理实践的 “天然优势” （蔡玉麟，２０１６），

但是这个 “天然优势”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高

质量的学术研究，也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管理

理论的创新。事实上，要把接触中国管理实践

这个优势转化为管理创新，恰恰需要现有理论

的指导。管理实践纷繁多样，犹如丛林。在理

论的引导下，我们更有可能给树种分类、看清

整个森林，而非迷失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在管理学的相邻学科———经济学中，钱颖

一 （２０１６）在谈到 “中国经济学创新之可能”

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经

济相关问题时，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的现象与现

有的理论之间的距离，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

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

因此，在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

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必

需的。”

第二，过度强调中国管理研究及管理理论

的 “本土化”有可能让我们闭门造车、重复造

车。虽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政治

和文化背景，但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在根本上

仍然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它们都要建立核心竞

争力，开发新产品和服务，适应环境变化，建

立和保持有效的管理团队以及和本地、外国竞

争者竞争等。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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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以及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竞争，

中国企业和西方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越来越

小。因此，现有的西方基本管理理论例如资源

基础观、代理理论 （ａ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交易成本

理论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ｔｈｅｏｒｙ）等能够并且应该可

以用来考察中国的管理问题。相反，如果我们过

分强调中国情景及中国企业的独特性，则有可能

会面临重复发明理论的风险 （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ｗｈｅｅｌ－

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可能的后果之一是出现很多

似是而非的、缺乏系统性及严谨性甚至是缺乏可

证伪性的 “贴标签”式的管理理论。这样的结果

不仅无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中国管理问题、指导

中国管理实践，也会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现有

的学术对话和知识构建相隔离，使得与中国相关

的管理研究变成 “特例”、变得边缘化。

事实上，如何达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

间的有机结合不是一个新问题。Ｒｏｅｔｈｌｉｓ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７７）在谈到有关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的研

究时指出，组织研究像一个 “知识企业”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它的最大特征是情境化

的经验知识和普适性的分析知识之间存在着连

续的、不断重复的相互影响 （参看 Ｗｈｅｔｔｅｎ，

２００２ａ）。因此，管理学者需要不断地通过 “将

普适性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和 “将特定情

境的知识普适化”来把新的特定情境下的现象

和现有的学术知识连接起来。

Ｒｏｅｔｈｌｉｓｂｅｒｇｅｒ的这个思路到今天依旧有用，

可以运用到中国管理研究及理论创新的实践中

去。在本文中，我们基于自身的研究经历，探

讨如何把中国管理的情境化知识与普适化管理

理论相结合，从而达到管理理论创新的目的。

在以下内容里，我们介绍三篇关于中国企业管

理研究 （见表 １）的修改和再提交 （Ｒｅｖｉｓｅ＆

Ｒｅｓｕｂｍｉｔ）的过程。这三篇文章在研究问题、理

论框架和研究设计等方面各不相同。我们首先

描述这些文章最初的研究问题、所使用的理论，

以及对文献的贡献。然后，我们讨论刊物编辑

和评审者所给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文章终稿

的理论运用及对普适性知识的贡献。在对每篇

文章进行介绍之后，我们将讨论如何在情境化

知识和普适性知识之间进行 “连续重复的相互

影响”这个关键问题。最后，我们会集中讨论

过度强调中国管理研究本土化有可能带来的

误区。

表１　三个与中国相关的管理研究

论文 样本 所使用的理论 理论对文章的重要作用 文章对理论的贡献

Ｌｉ和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７

对中国技术产业 １８４

家新创企业的一手调

查数据

资源基础观和独占性

理论

帮助建立一个转型经济背景下管

理能力的权变价值的整合性理论

框架并形成研究假设

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结果显示转型经济

背景下制度背景影响新创企业从它们

的管理资源中攫取利益的程度

Ｚｈａｎｇ、Ｌｉ、Ｈｉｔｔ

和Ｃｕｉ，２００７

２４３家国际合资企业

档案数据 （数据来自

中国第三次工业普

查）

独占性理论

帮助建立一个转型经济背景下跨

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权变价值的拱

形理论框架并形成研究假设

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结果显示跨国公司

在转型经济中的研发投资的价值依赖

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解决创

新的知识泄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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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论文 样本 所使用的理论 理论对文章的重要作用 文章对理论的贡献

Ｚｈａ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和Ｃｈａｎ，２００６

对１５９个跨国公司在

华子公司本地高级经

理人员的一手调查

数据

社会认同理论

帮助确立研究问题并建立一个整

合性理论论点。早先的研究问题

是：什么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在华

子公司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

意向？现在的研究问题是：人们

如何处理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

特别是当这些社会身份在地位上

不一致的时候

利用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在跨国公司子

公司中的独特地位，来考察这个广泛

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与高地位群体的认同能够降低与低地

位群体的认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三项有关中国企业的管理研究

（一）Ｌｉ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这篇文章题目为：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此文考察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中

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与新创企业绩

效之间的权变关系。在初期的版本中，我们试

图填补文献中的两个实证空白。首先，此前有

关转型经济情境下的研究重在考察管理联系

（关系）（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ｔｉｅｓ）在企业绩效中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背景下的研究则强调管理人员的

行业和职能经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的重要性，但没有考察转型经济背景下

管理联系和管理经验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绩效的

实证研究。其次，我们对转型经济的特定背景

如何影响管理联系、职能经验与新兴企业绩效

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我们的讨论最初建立在

资源基础观 （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ｖｉｅｗ）上。我

们认为企业管理人员能够提供两种类型的管理

资源：①他们在多个职能领域的管理经验和技

巧 （职能经验），这体现了他们的人力资本。

②他们与外部相关者的联系 （我们集中考察他

们的政治网络），这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根

据资源基础观，我们推测这些管理资源能够帮

助新创企业获得好的绩效。虽然我们也提出了

有关权变效应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ｅｆｆｅｃｔｓ）的研究假

设，但是这些假设并没有特定的理论基础。

这篇文章在提交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评审之后，评审者反馈各异。一位评审

者指出： “这项研究的结果……为理解管理能

力、制度发展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做出

了坚实的贡献。”然而另一位评审者的评论则不

太正面，他／她问道： “为什么管理人员的政治

网络和职能经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这个研究问

题是有趣的 （既然已经预期到这一点）？”该评

审者进一步指出： “关于你们的交互作用的论

断，没有抓住所讨论情况的内在复杂性，从而

失去了创造发展理论的机会。”

我们认同第二位评审者提出的问题，既然

能够预见到主效应———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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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经验影响新创企业绩效 （这似乎是常识），

那么这个研究问题就不是特别有意思 （ｎｏｔ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ｉｎｇ）。这些有关主效应的研究假设自然可以

为进一步发展更有趣的权变效应提供基础。那

么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抓住转型经济中

管理能力的权变效应复杂性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呢？

经过反复考虑和讨论，我们决定使用独占

性理论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来建立理论框

架。根据 Ｔｅｅｃｅ（１９８６）的研究，独占性 （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指的是企业能够从它们的创新活

动中获得报偿的能力。根据这个逻辑，我们推

测管理者所带来的资源 （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

会资本）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将会随着制度

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修订稿中，我们一

开始就直接地提出了两个主效应假设：管理人

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对新创企业绩效有正

向影响。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由于关系能

够替代转型经济中不完善的制度结构，因此当

制度对新创企业的支持比较弱的时候，管理人

员的政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会更

强。此外，如果制度环境允许新创企业有效地

收获他们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所产生的收益

（ｒｅｎｔｓ），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对新创企业绩效

的正向影响会变得更强。

基于这样一个总体理论框架，我们考察了

新创企业的所有权类型 （相对非国有类型的所

有制，国家所有制意味着更强的制度支持）和

市场环境中不良竞争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的程度 （不良竞争的程度越高意味着制度支持

越弱）如何调节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

验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的实证结果显

示，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对新创企业绩效的正

向影响没有受到这些调节变量的影响。但是，

当新创企业是国家所有制以及／或者市场不良竞

争的程度较低的时候，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对

新创企业绩效有更强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和

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吻合。

在终稿中，这项研究的贡献已经超越了管

理者的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所有权和市场不

良竞争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实证结合。我们

的研究结果说明，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结

构如何影响新创企业从管理者资源特别是他们

的职能经验 （人力资本）中攫取利益。我们所

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其他组织资

源和情境变量 （那些能够体现独占性的制度差

异）在转型经济中的角色也有所启示 （正如我

们在下文中所做的那样）。

（二） Ｚｈａｎｇ、Ｌｉ、Ｈｉｔｔ和 Ｃｕｉ（２００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此文题目为：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在最初投稿中，这篇文章主要考察市

场专注 （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ｃｕｓ）（专注出口市场或专注本

地市场）和所有权结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外资控制还是本土控制）如何独立地和交互地

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合资企业的研发集中度

（Ｒ＆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然而，该刊物的部门主编陆亚

东教授和一位评审者对我们的研究关注点提出

了质疑。陆亚东教授清楚地指出，“既然已经有

很多研究考察了当地市场适应性和所有权结构

对资源投入的影响 （研发集中度是资源投入的

代理变量），那么将这两者直接联合起来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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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价值可能就比较有限”。他建议考察市场专

注和所有权结构如何分别地和联合地影响合资

企业研发投资活动对其绩效的影响，他认为这

个研究问题将会比较引人注目。

我们完全同意陆亚东教授和那位评审者的

意见和建议。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建立一

个令人信服的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并以此来分

析这些复杂的权变组合关系。这包括两个两维

的交互关系及一个三维的交互关系。比如，市

场专注如何调节研发集中度与合资企业绩效之

间的关系 （两维的交互关系）？研发集中度、市

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之间的各种不同组合对合

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三维的交互关系）甚至更

加复杂。受到我们发表在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的那篇文章的启发 （上文讨论的文

章），我们决定使用独占性理论来建立我们的理

论框架和推测研究假设。

运用知识泄露风险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ａｚａｒｄ）

这个概念，我们提出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ｒｋｅｔｓ）的合资企业里进行研发活动

会面临两种类型的知识泄露风险：与本地市场

相关的知识泄露风险 （ｌｏ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ａｚａｒｄ）和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

泄露风险 （ｌｏｃ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ｚａｒｄ）。一方面，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泄露

风险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新兴市场对产权的

保护不完善，合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及成果可能

会被泄露给当地的其他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也

许无法从它们的研发投资中获得充分甚至部分

收益。另一方面，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

露风险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合资企业的本地

合作伙伴可能会滥用跨国公司转移到合资企业

的专有技术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本地合作

伙伴也可能会使用合资企业的研发资源为自己

的利益服务。因此，国际合资企业的研发集中

度与其绩效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取决于这些潜在

的知识泄露风险的水平。也就是说，当知识泄

露的风险较低时，国际合资企业的研发集中度

及其绩效之间会出现正向的关系。反之，当知

识泄露的风险较高时，国际合资企业的研发集

中度及其绩效之间可能没有显著的关系，甚至

出现负向的关系 （因为研发是成本，如果不产

生足够的收益，会对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这个总体理论框架，我们考察了两种

不同的防御机制的调节作用：①合资企业的市

场专注；②外资比例。我们推论，合资企业如

果更加专注于出口市场，那么当地其他企业模

仿合资企业的研发过程及成果的可能性就会降

低。这是因为合资企业的产品如果直接出口，

较少在本土市场上面市，那么本土其他企业则

没有太多的机会观察到以至于模仿合资企业的

产品及技术，从而减少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

泄露的风险。此外，如果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

中拥有多数股权 （大于 ５０％），这将使得跨国

公司对合资企业的研发资源的使用及其研发的

过程有更大的控制权，从而降低与本地合作方

相关的知识泄露的风险。使用多重构造 （ｃｏｎｆｉｇ

ｕｒａｔｉｏｎ）的方法，我们进一步推论，在关注出

口市场和跨国公司拥有多数股权并存的情形下，

研发投资对合资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最强。

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上面所讨论的两种知识泄

露风险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当合资企业

专注于出口市场而非本地市场时，研发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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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资企业的绩效有正向影响；②外方股权对

研发集中度和合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没有调

节作用；③在合资企业专注于出口市场并且跨

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占多数股权的组合中，研

发集中度对合资企业的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但

在其他的市场专注及所有权结构的组合中则没

有显著影响。

这轮修改之后，我们的研究问题变为：跨

国公司如何在产权保护不完善的新兴市场上从

研发投资中获益？正如陆亚东教授所评论的那

样，这是一个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重要

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展一个内部协调

一致的理论框架，我们系统性地解释了新兴市

场上的知识泄露风险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影响

研发投资和合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我们

的实证结果说明，知识泄露风险可能产生于本

地市场上其他企业的模仿，也可能产生于本地

合作方的利己行为。更重要的，我们的实证结

果说明，合资企业的研发只有在这两种知识泄

露风险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形下，才能对业绩

产生正向的作用。通过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

这篇文章不仅推动了有关文献的发展，而且这

个理论模型也可以有更为广泛的应用。譬如，

对于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独资子公司

（ｗｈｏｌｌｙ－ｏｗｎｅｄ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而言，与本地市场

相关的知识泄露风险将比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

知识泄露风险更为相关。此外，在一个拥有有

效知识产权保护的东道国，与本地市场相关的

知识泄露风险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独资或合

资）可能并不重要。这些推论都是我们这项研

究所发展和验证的理论观点的延伸性应用。从

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理论模型可以作为考察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 （或者跨国公司的其他

资源配置）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总体指

导框架。

（三） Ｚｈａｎｇ、Ｇｅｏｒｇｅ和 Ｃｈａｎ（２００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此文题目为：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Ｄｕｅｌ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ｅｎｉｏｒ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ｉｎＭＮＣ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在这篇文章的初次投稿中，我们提

出了如下研究问题：如果在跨国公司的海外子

公司中，高级经理人员的本土化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ｌｏ

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很重要，那么跨国公司如何才能留住

本地高级经理人员、降低他们的离职意向？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ｓｏ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

我们认为，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可能会基于共同

的国籍而与本地的其他员工相互认同。那么，

如果本地的其他员工被认为不称职 （缺乏知识

和技能而且不被尊重），那么这个相互认同将可

能导致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也感到低人一等及不

被重视，因此产生辞职意愿。基于这个理论观

点，我们推论，感知到本地员工不称职的程度

会与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有正向关系。

我们进一步提出，跨国公司总部与本地高级经

理人员之间的关系 （比如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和

总部之间交流的质量、总部对本地高级经理人

员的控制和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对总部的信任等）

可能对这种正向关系有调节作用。

虽然我们在文章中使用了社会认同理论，

但我们只是用这个理论去解释跨国公司在华子

公司的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职意向，并没有

对如何发展这个理论进行讨论。该刊物的执行

主编ＣａｒｏｌＴＫｕｌｉｋ教授在她的信中清楚地指出

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成功地修改此文需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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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

方法上的。在理论方面，我想要看到你们对该

论文的理论贡献有更广泛和更清晰的理解。目

前你们只是把研究局限在新兴市场上跨国公司

所聘用的本地经理人员身上。然而，我相信这

里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组织成员如何

处理他们的双重身份问题 （ｄｕ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特

别是当一种身份被丑化或者处于不利位置的时

候。我想要看到你们在更大程度上———既在前

面的理论背景中又在后面的讨论中———强调这

个问题。没有这个更加广泛的框架，我们就有

可能需要为在各种类型的组织 （例如跨国公司

和纯粹的国内企业）中各种类型的员工 （例如

本地非管理人员、本地管理人员和海外雇员）

分别地来探讨他们的离职理论／模型。”对于

Ｋｕｌｉｋ教授来说，有关理论方面的讨论将直接影

响到这篇论文是否被接受发表。我们同意她的

看法。

经过两轮的修改和再评审之后，我们成功

地解决了这个主要的理论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在文章的最终稿中，我们开篇就讨论社会认同

理论。我们首先简要地回顾了社会认同理论及

其建立在内群体偏差 （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ｉａｓ）上的核心

观点，然后讨论了有关社会认同理论的最新研

究进展。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指出社会

认同理论的一个重要缺口。之前大部分的研究

假定每个人只是一个群体的成员，或者属于高

地位群体或者属于低地位群体。然而，因为存

在多种社会分类，例如性别、年龄、国籍和在

组织层级中的位置等，一个人能够同时属于多

个群体。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研究问题是：人们

如何对待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特别是当他们

的多个社会身份在地位上不一致 （例如当多重

身份中的一个身份处于较低的地位或者被丑化）

的时候。

我们认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本地高级

经理人员代表了一个适合探讨这个理论问题的

情境。跨国公司子公司中的本地高级经理在组

织中处于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从而使他们有

可能认同工作环境中地位非常不同的两个群体。

一方面，他们作为 “本地人”会认同本地其他

员工；另一方面，他们作为 “高级经理人员”

可能认同公司的管理层。在这项研究中，我们

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双重身份如何影响他们的离

职意向。我们推论，如果本地员工被认为是不

称职的，那么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为了避免和不

称职本地员工发生负面认同，有可能想离职。

我们进一步推论，本地高级经理人员获得总部

管理者 （一个高地位群体）认同的程度越

高———通过更高质量的交流、更低水平的控制

（也就是更高水平的自治权）和更高水平的信

任———他们同相对较低地位群体之间的认同会

变得不太重要。在这些情形中，感知到的本地

员工的不称职和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离职意向之

间的正向关系将会减弱。我们的实证结果支持

了这个推断。

在最终稿中，本文的贡献超出了跨国公司

在华子公司高级经理人员这个特定情境。我们

的研究结果对社会认同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能够被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去。这是因为在

复杂多样的现代组织中，具有两个或者多个在

地位上不一致的社会身份很常见。例如，非洲

裔经理人员可能认同地位不一致的两个群体：

非洲裔群体 （传统上一个种族地位相对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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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和经理人员群体 （在组织层级地位上相

对高的群体）。考察多重社会身份的影响不仅丰

富了社会认同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

组织中群体间和群体内影响过程的机制。我们

的研究结果建议，为了留住员工，组织应该强

调正向的身份认同，同时减弱负向的身份认同。

在Ｋｕｌｉｋ教授的论文接受函里，她对我们的

修改感到非常满意。她写到，“我非常高兴看到

这篇文章在前面及中间部分突出其理论贡献。

我认为你们非常有效地表达了你们所研究的多

重社会身份这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又没有失

去你们所选择的特殊研究情境中的有意思的成

分。与先前的版本相比，这个版本将会吸引更

加广泛的读者”。

三、普适性管理理论和中国管理实践

相结合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以上我们简短地描述了三篇文章修改和再

投稿的过程，通过听取执行主编和评审者的评

论和建议，我们修改了文章并使文章最终得以

发表。文章能够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固然值

得高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修改和再投稿

的过程中 （当然不只局限于这三篇文章，也包

括我们发表的其他文章甚至是最终被拒掉的文

章），我们受益良多。其中最深的一个体会是：

即使我们 （作为中国人）对中国的管理现象和

实践很熟悉，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真正理解

这些现象和实践、抽象出这些现象和实践背后

的普适性问题与普适性理论。就如我们在此文

开篇时指出的，我们熟悉中国情景这个 “天然

优势”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中国管理的理论创

新。这和钱颖一教授 （２０１６）所提到的中国经

济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现象 “不容易看清其中的

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

是一个道理。事实上，基于日本丰田汽车管理

实践发展起来的 “精益生产”理论也不是由日

本人而是由美国人 ＪｏｈｎＫｒａｆｃｉｋ提出的。Ｊｏｈｎ

Ｋｒａｆｃｉｋ曾任职于丰田—通用在加州的合资企业，

他在ＭＩＴ学习时写了一篇 “Ｔｒｉｕｍｐｈ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发表在 ＭＩＴＳｌｏａ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上 （见Ｋｒａｆｃｉｋ，１９８８）。

我们认为，把普适性管理理论和中国管理

实践相结合，需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①如何

根据学术文献和管理实践选择重要而有趣的研

究问题？②如何构建整合性的研究框架去探讨

所选择的研究问题？③如何把研究结果普适化，

从而推动理论的创新？前两个问题是如何将普

适性知识 （理论）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后一个

问题是如何将特定情境的知识 （研究结果）普

适化，融入现有的管理理论知识体系中去。这

三个问题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情境化知识和普

适性理论之间 “相互影响”的过程。

１根据学术文献和管理实践选择研究问题

Ｈｕｆｆ（１９９９）在她的一本书里专门探讨如

何写作并发表学术论文。Ｈｕｆｆ鼓励作者把 “写

作学术论文”和 “加入学术对话讨论”类似看

待。根据Ｈｕｆｆ的观点，写作学术文章的作者需

要 “确定合适的研究问题”。换句话说，什么样

的研究问题？听众是谁？为什么所选择的研究

问题是和听众相关而且是有趣的？就我们自己

的观察，中国管理学者 （包括我们自己）在设

定研究问题时有两种倾向：第一，许多研究问

题只是关注文献中没有考察过的变量之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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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联系而不是更广泛的理论问题，这些研究问

题甚至和管理实践也没有太大关系。这样的研

究问题不仅不太有趣，对实践的意义也不大。

第二，与第一种情况正好相反，另外一些研究

只是注重现象或实践本身，过度强调所关注的

现象的特殊性，而不能把这些现象和普适性的

管理理论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无论我们最初

关注的研究问题从哪里来 （从文献中来也好、

从实践中来也罢），这些问题必须和理论结合才

能变成合适的研究问题。俗话说：问对了问题

就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确定合适的研究问

题是我们迈向理论创新的一个关键步骤。

以Ｚｈａｎｇ、Ｇｅｏｒｇｅ和 Ｃｈａｎ（２００６）为例来

说明这个问题。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初次投稿

中，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因素可能影响跨

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的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

职意向？这个研究问题来自我们对中国现象的

观察：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本地高级经理人

员的离职意向及频率很高。但是这个研究问题

的目标听众范围却非常狭窄，只有那些对跨国

公司如何留住当地高级经理人员这个问题感兴

趣的听众。在最终稿中，依据社会认同理论，

我们的研究考察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

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多重社会身份，特别是当

这些多重社会身份的社会地位不一致的时候？

既然多重社会身份在现代企业中相当普遍 （例

如女性经理人员、少数族裔经理人员、跨职能

团队和联盟管理团队等），那么这个研究问题的

听众就会更加广泛，使得这个研究能够加入到

一个更加宽广的学术对话中。并且，研究这个

问题的实证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 “什么因素可

能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本地高级经理人

员的离职意向”（我们最初基于中国现象提出的

问题），而且有助于理解社会认同理论在中国情

境 （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中的运用，从而具

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在另外两篇文章中，我们也用理论去重新

设定甚至修正我们最初的研究问题。例如，在

Ｌｉ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的文章中，早期版本的研

究问题是：管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如

何影响新创企业绩效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被新创

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市场不良竞争的程度所调

节？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政

治网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非常重要 （这个属于

中国情境、中国现象）。然而，在最终的版本

中，基于独占性理论，我们的研究问题则要广

泛得多：企业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转型

经济中从管理人员的能力中受益？在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Ｈｉｔｔ和Ｃｕｉ（２００７）的文章中，起初的研究

问题是这样的：合资企业的市场专注和所有权

结构如何分别或联合影响合资企业的研发集中

度？这个问题来自现有文献，却并非很有趣。

我们最终版本的研究问题则变为：跨国公司如

何在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的转型经济中从其研发

投资中获益？这不仅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学术问

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问题。

很显然，这三篇文章最初的研究问题要么

以某个中国情境 （或现象）为中心 （来自实

践），要么以一些变量为中心 （来自文献）来考

察变量之间的实证联系。这些狭窄的研究问题

有可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情况 （例如，每种类

型的雇员，每种类型的组织，转型经济中企业

的每种环境维度、资源维度和战略维度）建立

和检验理论模型。但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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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章的最终稿都提出了更有普适性、更令人

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正是这些更有普适性的研

究问题，使得我们的研究和现有的理论研究建

立起了密切关系，而且也具有更加广泛的实践

意义。

２建立整合性理论框架

确定了合适的问题之后，如何去研究这些

问题？这里不仅涉及研究方法的问题 ［这一点

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可参见陈明哲教授

（２０１６）和徐淑英教授 （２０１６）对这一问题的精

彩讨论］，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简约而具有内部

一致性的理论框架 （Ｄｕｂｉｎ，１９７８；Ｗｈｅｔｔｅｎ，

１９８９）。建立简约而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框架的目

的，是要在现有理论或逻辑的基础上提出我们

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和逻辑。在这

个框架中，各部分 （因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等）都是整体框架的自然组成部分。那些给

理论框架带来很少附加价值的因素不应当被包

含在框架内。这样的框架能够整体地指导一项

研究中的各项关系，帮助我们深入理解我们所

研究的问题，这是我们迈向理论创新的另一个

重要步骤。

以Ｌｉ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的文章为例。这篇

文章最初考察了影响管理能力和新创企业绩效

之间关系的两个调节变量 （所有权类型和环境

中不良竞争的水平）。我们为什么考察这些调节

变量呢？它们如何组合？这些调节作用的理论

意义是什么？在早期版本中，因为缺少一致的

整合性理论框架，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在

终稿中，我们使用独占性理论建立了一个具有

一致性的整体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指出，

由于政治网络能够替代不完善的制度结构，因

此在制度支持较弱的情况下，转型经济中管理

人员的政治网络对企业的业绩更有价值；如果

制度背景允许新创企业保留管理人员的职能经

验所产生的收益，那么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就

可以对企业的业绩更有价值。基于这个理论框

架，我们提出了具体的权变假设。由于所有权

类型和市场上不良竞争的水平符合我们整合性

理论框架的逻辑，并能用来检验文章所构建的

理论框架，我们使用这两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

我们认为，和其他所有权类型的新创企业相比，

国有的新创企业面临的制度支持更强，因此管

理人员的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较

弱，而国有新创企业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对企

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则更强。相似地，我们认为

市场上不良竞争的程度越高，制度支持 （例如

产权保护和契约履行等）越弱，因而管理人员

政治网络的正向效应会较强，管理人员职能经

验的正向效应则会较弱。

与此类似，Ｚｈａｎｇ、Ｌｉ、Ｈｉｔｔ和 Ｃｕｉ（２００７）

的文章在提出特定研究假设之前也构建了一个

内部一致性的整合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指出，

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合资企业面临着两种

类型的知识泄露风险：与本地市场相关的知识

泄露风险和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识泄露风险。

当知识泄露风险较低时，研发集中度和国际合

资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正向影响关系。根据

这个基本论点，我们研究合资企业的市场专注

和所有权结构如何分别地、联合地调节研发集

中度和合资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合

资企业专注于出口市场有助于减轻与本地市场

相关的知识泄露风险，跨国公司拥有合资企业

的多数股权有助于减轻与本地合作方相关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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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泄露风险。这项研究的实证结果不仅昭示了

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

是提供了证据来支持这个普适性的理论框架。

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提出了这些具有内部

一致性的总体理论框架，我们对研究问题的分

析和解决提升到了一个理论层面。我们的研究

不再只是停留在情境化知识的层面，而是和理

论有了更加紧密的结合。

３将研究结果普适化

在评审与中国管理研究相关的论文时，许

多学刊的评审者常常问这样的问题：你如何将

来自中国情境下的研究结果应用到其他情境中？

虽然期望与中国有关的管理研究必须能应用到

其他可能的情境中去并不公平，但对于中国管

理研究而言，情境敏感性确实很重要。这一方

面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会

影响企业的行为及其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在

国际顶级管理学刊物上有关中国企业研究的论

文相对较少，很多评审者对这个特定领域缺乏

了解。

为了回答这个普适化的问题，学者们通常

会讨论样本的特征，并以其他类似的研究作样

本，最终进行研究结果的比较。学者们也可能

会考虑 “理论的效果是否会而随时间而变化，

这可能是因为存在其他依赖于时间变化的重要

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使原来的理论

效果不稳定”（Ｗｈｅｔｔｅｎ，１９８９）。虽然这些处理

方法都有用，但我们相信回答这个普适化问题

最终还是要回到理论、依赖理论。具体地说，

如果一项研究的整合性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强有

力的理论基础上的，那么即使样本、测度和方

法具有情境特定性，研究的实证结果也能够对

理论提供指导和启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Ｈｕｆｆ（１９９９）关于写

作学术论文就像参加学术对话的评论。Ｈｕｆｆ认

为，学者们在写文章时要强调自己的研究对所

加入的学术对话的贡献。也就是说，当一些人

在围绕着某个或某些问题进行对话时，请想象

一下你的加入会给这场对话带来什么新的内容

（包括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或者新的方法）。

相似地，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２ａ）也指出，学者们在

研究新的、特定情境中的某个现象时将会面对

两个障碍：①让同行们对新现象熟悉起来；②证

明该现象和当前的讨论是相关的。

根据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文章之所以能将

情境化的研究结果应用到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和

文献中，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模型就是建立在现

有的理论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基础之上。这样做

的结果是，我们的研究同理论和逻辑是紧密相

连的，这种相连使我们能够将特定情境下所发

现的研究结果普遍化。例如，在 Ｚｈａ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和Ｃｈａｎ（２００６）一文中，研究结果发现所感知

到的当地员工不称职和本地高级经理人员的离

职意向呈正相关，而且当总部和本地高级经理

之间的交流质量高、本地高级经理人员对总部

管理层高度信任的时候，这种正相关关系会减

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这些实证结

果至多只能说明所感知到的当地员工不称职、

和总部与本地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单

独地、联合地影响跨国公司子公司本地高级经

理的离职意向。然而，在此文中，我们确定了

一个更为广泛的研究问题：组织成员如何处理

他们的双重社会身份，尤其是当一种身份被丑

化或者处于相对不利位置的时候？基于社会认

—２１—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１６年０４

同理论，我们阐述了这个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

这样，我们的实证结果的贡献就超出所检验的

实证关系，我们的实证结果为我们的普适性理

论观点提供了证据。因为理论观点可以普遍应

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就能够对基于其他情境

（例如现代组织中的女性经理和非裔经理）的研

究提供重要启示。

在Ｚｈａｎｇ、Ｌｉ、Ｈｉｔｔ和 Ｃｕｉ（２００７）一文中，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①当合资企业专注于出

口市场而不是专注于当地市场时，研发集中度

对合资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②在专注于出

口市场和跨国公司占多数股权这两个条件并存

的情形下，研发集中度对合资企业绩效有正向

的影响，但在其他的市场专注和所有权结构的

组合下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在现有理论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这些实证研究

结果的贡献就超出了所考察的特定实证关系。

这些实证结果为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证

支持，而且能够普遍应用到其他情境中，例如，

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上的独资子公司或者跨国

公司在产权保护更加先进有效的东道国的子公

司 （独资或合资）中。

Ｌｉ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７）这篇文章也具有类似

的特征。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国有新

创企业或者市场上不良竞争程度较低时，管理

人员的职能经验和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

系会更强。没有坚实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这些

研究结果仅能显示所有权类型和不良竞争会如

何调节管理人员的职能经验和新创企业绩效之

间的关系。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得出普适性

的结论，而是需要为其他各种类型的权变变量

分别建立和检验模型。然而，因为我们的研究

假设来自整合性的理论模型，我们的实证结果

就能够对更广泛的问题有所启示：新创企业如

何从它们的资源中获得利益？这项研究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是：新创企业能够从其资源中获得

利益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环境中独占制度 （ａｐｐｒｏ

ｐ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ｇｉｍｅ）的完善程度。因此，这些发现

能被推广应用到新创企业其他类型的资源和新

创企业所面临的其他独占制度的情形中去。

四、总结：理论创新来自情景化

知识和普适性理论之间的

重复迭代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们的研究通常是

从一个有趣的、独特的中国情境现象开始。我

们关注的问题并非源于现有的理论，而是源于

新颖的、与中国特定情境相关的管理现象。在

选择 “研究什么”的时候，用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的

话来说，我们采用了 “由内而外”而不是 “由

外而内”的方法。这种 “由内而外”的方法是

直接关注、理解中国特有的问题。相反，“由外

而内”的方法是在中国情境中考察现有文献所

关注的话题或者现象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正如 Ｔｓｕｉ

（２００６）进一步指出的，“我倡导和支持 ‘由内

而外’的方法，‘由内而外’的方法可以确定重

要的独特问题或者至少是对中国企业、经理人

员和雇员重要的问题，即便这些现象对于这个

情境之外的学者可能是陌生的”。比较而言，

“由外而内”的方法则有可能错过在中国情境中

真正重要的组织和管理问题。

当谈到 “如何研究”时，问题会变得更加

复杂。Ｔｓｕｉ（２００６）批评了应用型方法 （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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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把西方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情境中）所隐含的

问题。她指出：“观察和分析被限定在现有理论

中的变量和隐含逻辑中。”但西方理论赖以建立

的一些关键假设可能在中国情境中并不正确。

因此，她建议学者可以在中国情境中创造必须

通过完全不同的视角才能发现的新的理论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

我们的方法居于应用和创造这两种方法中

间，代表了 “利用西方理论或将其拓展到中国

情境的理论构建研究” （Ｔｓｕｉ，２００６）。一方面，

我们的研究并不是西方理论的直接应用，其原

因如下：①我们从中国情景中的独特管理现象

引出研究问题，即 “研究什么”；②我们通过整

合西方现有理论和中国情境来建立整合性的理

论框架；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研究的变量及其

关系尚未在文献中考察过。另一方面，我们的

研究又是建立在西方理论基础之上，并且和现

有的文献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通过在理论、现象以及数据之间重复

迭代、相互印证，从而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

这种方法与广泛应用于扎根理论构建研究的重

复研究过程类似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Ｇｒａｅｂｎｅｒ，２００７；

Ｇｌａｓ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２ｂ）。在

扎根理论构建研究中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详细讨论请参见 Ｇｌａｓ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

１９６７；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２ｂ），学者通常从熟悉数据

或现象开始，然后确定关键的构念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 （理论模型）来接近数据

或现象。他们往往会经历一个在 “理论”和

“数据”（或现象）之间重复迭代的过程，直到

他们对 “模型”和 “数据” （或现象）之间的

“契合”感到满意为止。

我们以上讨论的三项研究都经历了这样一

个在 “理论”和 “数据” （或现象）之间重复

迭代的过程。从熟悉现象和数据开始 （对现象

的观测和初步实证研究结果），之后回到理论中

去并使用各种理论 （不仅仅使用一个理论）来

解释现象和实证结果。不同的理论可能意味着

不同的实证模型和构念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

又回到数据来检验其他可能的模型和构念关系。

这个过程不断重复迭代，直到我们 （以及编辑

和评审者）对 “理论”和 “数据”之间的契合

感到满意为止。这样一个重复迭代过程的结果

是，我们的研究在保持独特的情境化知识的同

时，也能够加入到现有的学术对话中去。更重

要的是，我们能够利用独特的情境化知识来拓

展现有的理论。正如 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２ａ）所观察

到的，“这种将新的特定情境的现象和现有的学

术知识联系起来的模式促成了过去的２０年里组

织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发展”。显然，我们的方法

和Ｗｈｅｔｔｅｎ的观察相一致。

我们认为，探索中国管理的理论创新需要

避开两个误区。第一，片面强调 “理论创新”

的误区。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００７）指出，片面强调理

论创新会让我们忽略对事实、现象的正确理解，

而真正的理论创新恰恰是在对事实或现象的深

入理解的基础之上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他认为，

在创造理论之前，更为重要的是用逻辑或现有

理论去描述和理解那些有意思的现象。Ｈａｍ

ｂｒｉｃｋ对管理学界片面追逐 “理论创新”的反思

同样适用于中国管理学研究。如果我们过于追

逐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有可能会产生

一些似是而非的、贴标签式的理论。这样的理

论不仅无助于真正有价值的管理理论创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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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会让我们忽略真正有意思的、重要的中国管

理现象和问题。

第二，过分强调本土化研究的误区。在强

调 “本土化”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本土化研究”指的是什么。①研究问题的本土

化？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国管

理学学者所研究的问题都是与中国企业相关的。

②管理理论 （理论视角）的本土化？虽然中国

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

但是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在根本上有许多共同

点。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现有西方管理理论例

如资源基础观、代理理论 （ａ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交

易成本理论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ｔｈｅｏｒｙ）和独占性

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的相关性。也许有学者提

出，我们可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管理

思想中去寻找本土的管理研究视角。社会科学

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管理学

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有了巨大的发展。

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管理思想整合、

提升到今天社会科学的标准是一件不容易的任

务。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不能为了本土化而本

土化，把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信手拿来，放在

今天这个情境中去解读。③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那么，本土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更为重要的

是，强调研究方法本土化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放

弃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证研究范式？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和Ｃｈｅｎ（２００８）探讨一个新的学科如何能够被

现有的相邻的学术界接受，从而成为一个具有

社会合法性 （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独立学科。他

们以战略管理学科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战略

管理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起源是教学

的需要，要用案例教学的方法让学生像管理者

那样思考问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与此相连，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之前，

战略管理研究绝大多数是定性的案例研究。当

时对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典型批评是，战略管

理 “具有宗教的全部特征。有很多信念，但是

没有实证知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ｈａｓａｌｌｔｈ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ｌｏｔ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ｎ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Ｃｈｅｎ，２００８，ｐ３８）。

在７０年代末期，号召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才被正式提出来。很快，这个新领域就开始采

用定量研究这个已经被相邻的、更为成熟的学

科 （尤其是市场营销和组织行为）所采用的研

究范式。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采用了以理论为

基础的定量研究这个研究范式才使得战略管理

获得了社会合法性、被相邻学科所接受，从而

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Ｃｈｅｎ，２００８）。

尽管我们鼓励中国管理学研究要采用多元化的

研究方法，但是，如果因为本土化而放弃实证

研究的范式，中国管理学研究不仅不会进步，

反而可能会倒退至 “具有宗教的全部特征，有

很多信念，但是没有实证知识”这一状态。

事实上，这种对本土化研究的倡议已经引

起一些学者的警惕。比如，谭劲松 （２００６）认

为，这种本土化研究的观点 “有一个潜在的危

险，这就是当我们用 ‘中国特色’来提高进入

门槛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发展空间限制住了”。

章凯、张庆红和罗文豪 （２０１４）从组织行为学

研究出发，认为由于人类的本质、组织和企业

管理实践都有超出文化和地域的共同属性，因

此，中国管理研究应该走普适性管理理论的道

路，“理论普适化是理论发展的最高境界，管理

学科最终要建构起文化兼容的理论。这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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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应该对东西方管理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即便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开发出的新

理论，也要进行普适性的检验，并在检验中不

断修正完善”。同样，在经济学领域，钱颖一

（２０１６）也指出，经济学的创新 “是能够不仅解

释中国，也能有一般意义的创新”。

总之，在本文中，我们利用自身的研究经

历，着重讨论了如何把现有的普适化管理理论

与中国特殊的管理情境相结合来推动中国管理

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我们的经历和经验显示，

普适性的理论和中国情境化知识之间连续地重

复迭代、相互印证的过程可以达到管理理论创

新的目的。只有把针对中国情境的研究放到更

普适化的理论框架中，中国管理研究才能更有

活力，才能更好地为人类管理学知识的发展做

贡献。而这些也正是中国管理学创新的根本目

的之所在。

（接受编辑：李新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９日

接受日期：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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